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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着力点,政府数据开放所激发的数据要素

驱动力或能为其提供支撑。 本文基于 2010—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

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并且该效应会随着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提升而增强。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数

据开放通过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和增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民

营企业、非衰退期企业、高管团队具有技术背景的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政府

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量化评估了政府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

价值创造效应,对于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激发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企业新质生产力　 政府数据开放　 信息不对称　 资源获取能力　 数据要素　 赋能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03-0003-21

　 　 一、问题提出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考察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引发广泛关注。 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1] ,其与新材料、新能源、元宇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这种新兴生产力形态不

仅彰显了现代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更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当下,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

发展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建立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革命的

基础上,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效率及高质量的特点[2] 。 企业是产业运行的微观核心主体,探讨如何推动企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中国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探索新发展路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格局以及

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需要厘清的关键环节。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要素禀赋演进的过程[1,3] 。 从理论上来讲,数据资源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孕育的新

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 年第 3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5)

生产要素[4] ,其重要性正日渐凸显,已然成为改造传统动能、催生新发展动能的重要力量,有助于推动企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1,3,5-6] 。 然而,目前中国 80%以上的数据资源掌握在政府各级部门手中[7] ,这些数据蕴含着

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潜能。 要实现公共数据向公共数据资源的实质性转变,并最终创造出公共价值,需
要在确保数据储存、维护、挖掘及有效利用的前提下,逐步推动公共数据的稳步开放。 为此,2012 年,上海市

和北京市作为先行者,率先尝试政府数据开放。 国务院于 2015 年 8 月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7 年 2 月,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着
力推进重点领域公共信息资源开放,释放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 这些政策对全面释放公共数据的经济社

会价值,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 26 个省级政府开放公共数据①。 综

合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来看,开放的公共数据类型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主要包括生产资料、产品市场、政
府政务、经济社会统计等数据资源。 以上海市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为例,该平台现已集成了超过 5

 

360 个数据

集,总体数据量已突破 20 亿条。 此外,该平台还深化了与银行的合作,开放了包含中小微企业基础信息、经
营状态及违规处罚记录等在内的数据信息。 由此可见,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对于促进区域公共数据资源的深

度开发与高效应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化与成熟化配置,具有深远影响。 在政府数据开放的实践背

景下,学术界对政府数据开放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现政府数据开放不仅促进了区域经

济增长,还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8] 。 部分学者则聚焦企业发展视角,发现政府数据开放通过推动数字技术

创新[9]以及降低生产成本[10]等方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7,11] 。 然而,该实践能否传导至企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端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数据要素驱动力,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因而结合实证研究

来为该重要现实问题提供经验参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鉴于此,本文以 2010—2021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开放公共数据对企业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 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进行了三方面的拓展和创新。 其一,赋能理

论通常假设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是均匀的,且以往文献大多仅从企业端探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对企业发

展的推动作用[12] 。 然而,该理论框架缺乏对不同数据属性以及市场信息博弈的细致考量。 本文将政府数据

开放视为对动态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修正,探讨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

响,将数据赋能理论拓展至公共属性维度,并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在动态市场中学习与整合信息的认识。 同

时,鉴于政府所开放的公共数据蕴含着高度的权威性与准确性特质,本文的研究有力地提升了数据赋能理

论在实际应用中的效能与价值。 其二,现有文献主要从理论层面对数据要素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了探

索[1,5-6] 。 然而,这些研究缺乏经验证据的有效支持,导致大多数文献难以进行更具针对性的讨论,特别是在

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赋能理论实证评估政

府数据开放的生产力重塑效应。 这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布局,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依据。 其三,本文从降低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两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政府数据开

放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 这不仅打开了政府数据开放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黑

箱”,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生产力被定义为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其构成要素涵盖劳动者、劳动

4

① 限于篇幅,政府数据开放的时间逻辑略,备索。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5)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 年第 3 期)

资料、劳动对象[13] 。 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迭代式升级过程,即新的生产力逐步改造并替代旧的生产

力[1,5] ,这也是当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逻辑[3] 。 现阶段,新质生产力是指以创新为主导,超越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备高科技含量、高效能表现、高质量特征,并契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
新产业、新业态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是其关键依托,因此需

要辨析三者在新产业与新业态发展中的关系。 从新产业方面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托于现代化产业体

系[1,5] ,而技术创新则是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关键力量[1] 。 企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微观基础,其创

新活动可通过补点、建链、固网的方式,逐步推动并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14] ,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的大幅跃升。 从新业态方面来看,企业将创新融入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并衍生出数字化业态,带动了全要

素生产率的大幅跃升,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式。
在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后,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济效应及其驱动

因素。 一方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后果。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为核心标志,这不仅能充分激发各区域的相对优势,还可以完善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

集中,从而进一步增强创新驱动力,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新质生产力与绿色

生产力紧密相连[2] ,表现为绿色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的推广运用,能够大幅提升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显著

降低环境污染。 这将有力推动绿色制造业、服务业、能源产业等多个行业的繁荣发展,助力构建绿色低碳的

产业链供应链,进而形成高效、生态、绿色的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发展。 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

提升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具有积极影响。 它不仅能增强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提高社会保

障水平,更能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手段,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便捷共享[5] ,
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4] 。

另一方面,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 第一,解决生产力系统的内部矛盾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

动因[2] 。 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相适应[1] ,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新型生产关

系。 第二,科技创新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3,5] 。 开放式创新的实践表明,通过推动企业、研究机构

和高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包括技术、知识和设备,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研发成本,还能显著提升研发效率。 这

种合作模式有助于联合攻克技术壁垒,并促进新技术的快速研发与实际应用,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

发展提供强大推力[1] 。 在此过程中,人才是关键要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是科技创新及其应用的坚实

基础[3] 。 第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6] 。 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前沿技术,能够加速传统行业向数智化新质生产力的转型。 第四,在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资源整合、克服行政壁垒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5-6] 。

　 　 (二)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研究

政府数据开放被视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的重要体现[11] 。 因此,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其产生的经济效应。 丛等人(Cong
  

et
 

al.,2021)的研究表明,
数据要素市场化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效率[4] 。 进一步,丛等人(2022)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催生新知识

和新技术,推动企业实现长期经济增长[15] 。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要素的使用效果因使用者不同而有所差异。
琼斯和托内蒂(Jones

 

&
 

Tonetti,2020)的研究揭示,当数据产权所有者将数据使用权赋予消费者时,可以显著

提高生产率;但若将数据使用权赋予生产者,则可能导致数据要素的使用效率降低[16] 。 此外,郑国强等

(2023)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发挥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17] 。 政府数据开放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主要归因于它能够改善营商环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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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交易成本,增强创新效率和生产率,加强企业实力,以及促进高质量创新[7,11] 。 同时,政府数据开放不仅能

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轻企业在生产过程所面临的要素成本压力,有效降低企业在搜寻、沟通、交易、验
证等环节的成本,显著提升企业绩效[10] ,还能通过增强数字原生企业的数据获利能力,加剧市场竞争程度。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能力较差或转型较慢的传统企业将逐步被淘汰,从而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传统企业

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还有部分文献聚焦于政府数据开放所引发的创新效应,发现政府数据开放不仅可

以通过突破要素流动壁垒和激励企业创新意愿双重机制促进企业创新[18] ,还能通过唤醒和强化企业的创新

创业精神来推动企业创新[19] 。 进一步,王等人(Wang
 

et
 

al.,2023)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影响企业在认知

过程中的信息搜寻、评估及选择,进而引导企业将关注焦点转向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从而推动数字技术

创新[9] 。
归纳现有文献可知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关于赋能理论的运用主要关注企业内部或特

定领域(如数字化)的赋能[20] 。 当下,随着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被嵌入企业生产函数,已有文献将赋能

理论拓展出数据赋能范畴[21] 。 然而,中国 80%的数据资产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7] ,却鲜有文献考虑数

据属性,将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纳入数据赋能理论的研究范畴进行深入探讨。 第二,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

创新,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便引发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并对其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挖掘。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探讨,而相对

缺乏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验证。 第三,高技术、高质量以及高效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政府数据开

放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也能够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因此,理论上政府数据开放会对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影响。 然而,尽管已有研究认识到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6] ,但鲜有学者深入探讨并实证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如何具体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将运用赋能理论深入分析并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以揭示政府

数据开放在微观企业层面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数据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赋能理论源自积极心理学,最早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授权”为核心展开。
随着赋能理论的持续发展,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和内涵被不断扩充,逐渐从“授权”转变为“赋予企业以提

升核心价值为导向的各项能力”。 近年来,数据的作用被不断开发和应用,为赋能理论增加了新的内涵———
数据赋能[21] 。 数据赋能是指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旨在为企业的决策制

定、运营管理及创新活动等关键环节提供有力支持的过程。 此过程着重强调数据作为组织内一种重要资产

所蕴含的价值及其发挥的关键作用[22] ,以及通过数据分析和利用来推动组织的发展。 政府数据开放作为数

据赋能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23] ,在数据赋能理论中拓展出公共数据属性的内涵,即公共数据赋能[24] 。 一方

面,在政府数据开放之前,核心数据主要集中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这些数据被视为企业的商业秘密或核心

竞争优势,难以被广泛访问与利用。 因此,数据的封闭特性限制了数据赋能理论的广泛应用,使其主要局限

于企业内部或特定行业内部的数据分析与应用场景。 然而,政府数据天生具备公共属性,一旦政府实施数

据开放,以往由少数机构或个人垄断的关键核心数据便转变为向公众开放,供社会各界共同使用[25] 。 这极

大地扩展了数据赋能理论的应用范畴,使得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均能够利用政府开放的公

共数据,深入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而推动数据赋能理论在更多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另一方面,政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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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生产者与发布者,其数据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公信力[23] 。 与政府数据开放前相比,政府开放公共数

据的实践使数据赋能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具备更高的信任度与实用价值,企业与社会组织可以更加安心地依

赖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来支持其决策制定与业务发展。
当前,新质生产力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可能是政府数据开放所带来的公共数据赋能的结果。 从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角度来看,一方面,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不仅涵盖区域经济、惠企政策、产业园区等政务

数据,还包括市场主体在商业活动中产生的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且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 这些数据的开放

显著增加了市场中数据要素的供给,使公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融入企业生产函数,从而对企业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形成赋能效应。 另一方面,政府数据的开放显著增强了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这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

双向治理模式[25] ,从而使得公共数据作为治理要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赋能效应。 从企业新质生

产力发展角度来看,政府数据开放形成的赋能效应,不仅为技术颠覆革新提供了前瞻性的研究范畴与科学

化的分析工具[26] ,更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力,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同时,这还能够引领企业内部组

织架构、经营策略的全面转型,进而革新商业模式[18]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而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正是新质生产力孕育与成长的生动体现[1,5] 。
具体而言,政府数据开放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从生

产要素赋能视角来看,政府数据开放使公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融入企业生产函数[9] 。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

包含如人口统计、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等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更加清晰地了解政府针对不同产

业的扶持政策、重点发展方向,分析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从而更精准地制定发展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

向更具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企业亦能凭借政

府开放的公共数据,挖掘其中蕴含的信息,以进行选址、创新、择时销售等一系列需精确把握市场机遇的经

济活动[25,27] 。 此举有助于企业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而推动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政府数

据开放还有助于企业将公共数据与自身私有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分析。 这种跨域的数据融合能够催生

出新的信息和知识,从而实现技术颠覆性创新,进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治理要素赋

能视角分析,政府数据开放不仅限于数据的开放本身,还涉及对数据利用情况的追踪,由此形成企业与政府

之间利用与反馈的双向治理模式[23] ,使得企业能够基于开放的数据向政府反馈市场需求及存在的问题,为
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这为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政策条件,进而促进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政府数据开放有助于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机制分析

其一,政府数据开放能够产生信息赋能效应,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从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凭借其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更全面地掌握行业信息,并有效预

测市场环境的变化。 因此,在政企互动过程中,政府往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相比之下,企业由于信息获取

和掌握的局限性,通常处于信息劣势地位,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行业动态[28] 。 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在

市场前景判断上容易出现偏差,特别是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决策时,企业间投资共识的形成可能

引发“潮涌现象”,从而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阻碍。 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调控者,在
经济受到冲击时,往往会通过实施各类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运行。 然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政策调整,导
致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 当原有政策发生调整时,政府之前承诺的优惠政策可能无法兑现,同时因

政企间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难以及时调整已经执行的资源配置策略,从而对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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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综上所述,有效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已然成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
政府数据开放为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行方案,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方面,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原本由政府掌控的大量公共数据得以向企业界公开,这直接缓解了政

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9] 。 企业因此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与政府政策、市场动态以及行业趋势紧密相关

的信息,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新的市场机遇,并发现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空白点[7] 。 这为企业在资源

配置上进行创新提供了可能,进而促进了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数据开放还缩小了企业与

政府之间的关系距离。 具体而言,开放未加工的原始数据能够更精准地映射出政府的实际运行状态及政策

调整轨迹[29-30] ,显著增强了政府的信息透明度。 这有助于缓解因政企间信息不透明所引发的误解和猜疑,
拉近了政企间关系距离,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此外,这种信息不对称的

降低,还减少了因企业未能及时了解政策变动而对其新质生产力发展造成的潜在阻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政府数据开放能够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其二,政府数据开放能够发挥资源赋能效应,增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有助于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 从技术颠覆性变革视角来看,金融资源获取能力和政府资金获取能力(如政府补贴、政府购买以及税

收优惠等)的提升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如引进高端人才)投入研发活动中,从而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促
进技术颠覆性变革,进而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产业转型升级角度分析,金融资源和政府资金获

取能力的提升使企业能够更便捷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和升

级,从而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推动企业向高端制造转型,进而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资
源充足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等方式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形成更加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体系,推动产业

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企业公开信息披露不足使得市场资源配置失衡,导致企业资源获取

难度增加。
政府数据开放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提高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数

据开放有效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这提升了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显著

促进了外部资本的流入[31-32] ,增强了企业的资金获取能力,从而推动了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政
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还包含了反映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原始信息,能够与金融机构的数据一起实现关于企业

信用信息的共享,推动数字金融蓬勃发展,进而为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展商业信用融资提供支持,这
有助于缓解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资金约束,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2019 年,上海市和浙

江省政府均通过开放公共数据为银行提供数据支持,成功推出了多项普惠金融应用,有效促进了贷款的发

放。 从提高企业获取政府资金方面来看,通过政府数据开放,企业能够实时获取关于政府法规、补贴政策以

及免税优惠等扶持措施的信息,这有助于企业精确理解政策方向,及时捕捉并获取政策红利(如政府直接补

贴、政府购买和税收优惠等),从而为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支持。 此外,由于企业在数据获

取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在数据获取方面处于明显劣势,这阻碍了其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而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打破大型企业的数据垄断[25] ,从而缓解小型企业在获取数据资源能力上相对

于大型企业的劣势状况,进而推动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政府数据开放提升了企业的资源获取

能力,进而增强了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提升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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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考察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nproi,t = α + ρ ×openp,t + X′i,p,t

 β +γ i +μ j,t +φ c + ε 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npro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核心解释变量 openp,t 为政府 p 在 t 年

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虚拟变量; X′i,p,t 表示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 γ i、 μ j,t、 φ c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年份、城市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源、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显著提升[3] 。 由于生产力

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且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紧密相连[13] ,所以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具有

现代化特征的加速现代科技创新和应用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劳动对象[1] 。 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是新型劳动者使用新型劳动资料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构造新的分工和协作体系,创造社会新财富的能

力的过程[2] 。 其“新质”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的知识技能与创新意识、技术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价值灵活性

及智能管理等方面。 这些共同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在现代化特征和创新主导作用下的新趋势和新要求。 基

于此,本文根据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构建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为支撑的企业新

质生产力一级指标体系。 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路径,主要目的是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因
此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二级指标从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两个维度选取。 具体如下:

(1)新型劳动者维度。 所谓新型劳动者,是指那些经过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和更广

阔视野的劳动群体。 对于科技创新而言,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是企业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直接主体,因此,本文

选择高素质人才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作为刻画新型劳动者的二级指标。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而言,高素质的

管理人才是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直接主体,因此,本文选择高管职能丰富度和高管数字化背景作为刻画

新型劳动者的二级指标。
(2)新型劳动资料维度。 对于科技创新而言,企业创新产出是反映企业生产资料科技强弱的重要标志,因

此,本文选择企业创新产出作为刻画企业新型劳动资料的二级指标。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而言,使用更智能、更
高效以及更低碳的新型劳动资料是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33]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机器人渗

透率、数字化转型程度、企业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数实产业融合作为刻画新型劳动资料的二级指标。
(3)新型劳动对象维度。 对于科技创新而言,科技进步使新型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34] 。 因

此,本文选取促进科技进步的企业研发投入作为新型劳动对象的刻画维度之一。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而言,
首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成为商品生产的新型劳动对象。 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企

业数据资产和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作为刻画新型劳动对象的二级指标。 其次,新能源不仅是劳动对象范

围扩大的重要体现[35] ,也是未来产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重点劳动对象。 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

得性,本文选取企业减排、企业绿色投资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作为刻画新型劳动对象的二级指标。 最

后,未来产业的发展是劳动对象逐渐由大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人力生产的过程,因此,本文选取机器设备使用

程度作为刻画新型劳动对象的二级指标。
在考虑了上述 3 个维度的 17 个指标后,本文使用熵值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进行测算,该指标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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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表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越高,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新型劳动者 高素质人才占比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员工人数 / 员工人数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 / 员工人数

高管职能丰富度 参考段云龙等(2023) [36] 的方法构建

高管数字化背景 参考吴育辉等(2022) [37] 的方法构建

新型劳动资料 机器人渗透率 参考王永钦和董雯(2020) [38] 的方法构建

数字化转型程度 参考吴非等(2021) [39] 的方法构建

企业创新产出 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企业绿色转型 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 专利授权总量

人工智能应用 参考姚加权等(2024) [40] 的方法构建

数实产业融合 参考黄先海和高亚兴(2023) [41] ,采用数实产业技术专利衡量

新型劳动对象 机器设备使用程度 机器账面价值 / 员工人数

企业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 / 营业收入

企业数据资产 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无形资产 / 总资产

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 参考史青春等(2023) [42] 的方法构建

企业减排 参考毛捷等(2022) [43] 测算得出

企业绿色投资 企业绿色投资总额 / 总资产

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华证 ESG 评级

2. 解释变量:政府数据开放(open)
本文依据各地区政府数据开放的具体时间节点,根据企业所处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否上线了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来进行赋值。 具体而言,如果企业所在地区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含当年),则政府

数据开放(open)变量赋值为 1;反之,如果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该变量赋值为 0。
3. 控制变量

为严格控制并最小化遗漏变量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在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都选择了多个控制

变量。 企业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杠杆率( lev)、资产回报率( roa)、固定资

产( fix)、企业现金流(cash)、企业价值(mb)、管理层权力(dual)、股权结构( top10)、董事会规模(bsize)。 城

市层面的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rgdp)、区域创新水平( innovation)、产业结构( ind_ stru)、市场化水平

(market)、对外开放程度( foreign)。
具体变量说明详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新质生产力 npro 表 1 指标体系熵权法测算

政府数据开放 open 省级政府是否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虚拟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企业总资产+1)

企业年龄 age ln 企业上市年数

企业杠杆率 lev 企业总负债 / 总资产

资产回报率 roa 企业净利润 / 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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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固定资产 fix 企业固定资产 / 总资产

企业现金流 cash 经营活动现金流 / 总负债

企业价值 mb 账面市值

管理层权力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的虚拟变量

股权结构 top10 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bsize ln(董事会人数+1)

经济发展水平 rgdp ln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区域创新水平 innovation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测算得到的城市产业创新指数

产业结构 ind_stru 第二产业产值 / 地区生产总值

市场化水平 market 地级市的市场化指数

对外开放程度 foreign 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 地区生产总值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10—2021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数据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并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本文对连续型变量在

[0. 01,
 

0. 99]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数据分析的潜在干扰。 其次,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上市

时间少于一年以及属于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等特定行业的研究样本。 最后,排除了经营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如

被标记为 ST、PT、∗ST 的公司。 经过上述严格的筛选过程,最终获得了 28
 

158 个有效的企业-年份观测值。

描述性统计结果①显示,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的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181
 

3、0. 010
 

8 和

0. 863
 

4,说明企业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距。 整体来看,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并不理想。 政

府数据开放(open)的均值为 0. 356
 

3,标准差为 0. 478
 

9,表明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同

地区政府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存在较大差距。 控制变量的统计情况均处于合理范围内。 按企业是否位

于试点城市进行分样本,可以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城市而言,试点城市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并且

本文也借助了基于 OP 法和 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补充证据,可以发现试点城市企业的生产率也同

样更高。 上述结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新质生产力指标的有效性,还初步揭示了政府数据开放政

策有助于当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政府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报告了仅加入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结果;列(2)报告了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城市以及行业-年份固

定效应后的模型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随着固定效应的加入,两个模型中解释变量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系

数虽略有变动,但始终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由此可见,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策略的推行,能够推动企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即假设 1 成立。

11

① 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略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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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open 0. 037
 

9∗∗∗ 0. 039
 

3∗∗∗

(0. 007
 

4) (0. 010
 

4)

size 0. 196
 

7∗∗∗ 0. 076
 

6∗∗∗

(0. 005
 

5) (0. 008
 

6)

age -0. 043
 

8∗∗∗ -0. 026
 

8∗∗

(0. 004
 

7) (0. 010
 

6)

lev -0. 120
 

8∗∗∗ 0. 013
 

5

(0. 019
 

2) (0. 024
 

8)

roa -0. 319
 

0∗∗∗ -0. 049
 

6

(0. 046
 

9) (0. 042
 

2)

fix -0. 179
 

1∗∗∗ 0. 016
 

9

(0. 021
 

6) (0. 036
 

9)

cash -0. 003
 

2∗∗ 0. 006
 

1∗∗∗

(0. 001
 

5) (0. 001
 

8)

mb -0. 203
 

5∗∗∗ -0. 022
 

0

(0. 017
 

4) (0. 022
 

7)

dual 0. 019
 

9∗∗∗ 0. 004
 

0

(0. 007
 

2) (0. 007
 

7)

top10 -0. 207
 

7∗∗∗ -0. 073
 

7∗

(0. 029
 

7) (0. 038
 

1)

bsize -0. 045
 

2∗∗ 0. 030
 

0

(0. 020
 

5) (0. 027
 

0)

rgdp 0. 386
 

5∗ 0. 052
 

0

(0. 227
 

4) (0. 113
 

4)

innovation 0. 267
 

3∗∗∗ 0. 138
 

6∗∗

(0. 066
 

5) (0. 062
 

2)

ind_stru -0. 463
 

2 -0. 184
 

2

(0. 380
 

4) (0. 432
 

9)

market 0. 095
 

4∗∗ 0. 044
 

7∗

(0. 046
 

6) (0. 025
 

5)

foreign 0. 304
 

7 0. 112
 

2

(0. 457
 

3) (0. 387
 

8)

常数项 -3. 624
 

8∗∗∗ -1. 483
 

0∗∗∗

(0. 107
 

9) (0. 177
 

6)

样本量 28
 

158 28
 

158

R2 0. 117
 

3　 　 0. 645
 

2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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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稳健性检验

1. 模型有效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运用双重差分法的重要前提条件。 因此,本文建立模型(2)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

如下:

nproi,t = α + ρ∑
after4

before6
Mi,t +X′i,p,t

 β +γ i +μ j,t +φ c +ε i,t (2)

其中,Mi,t 代表一系列虚拟变量,反映了政府数据开放前后的各个年份, ρ 表示政府数据开放地区与未开放

地区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变量定义均与基准回归模型中的定义保持一致。 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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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注:以滞后一期为基期。

����

���

���

���

���

���

���
����� ����� ���� ����

��

��

��

��

�

�
@
2
�

P

P�

�@2�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明,在政府数据开放之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衡趋势假设;而在

政府数据开放后,当地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呈显著上升趋势。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

动态变化过程,本文绘制了如图 1 所示的平

行趋势图。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随着政府数

据开放的持续推进,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促进作用不仅显著,而且呈现出边际效

用递增规律,这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持续增强

的动态演变规律。
(2)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文在准自然实验中已严格控制

了众多企业和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但仍需

考虑潜在的随机非观测因素可能对政府数

据开放评估结果的干扰。 为了检验这些难

以直接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

用了间接性的安慰剂检验方法。 具体做法

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随机选取与真实政

府数据开放地区数量相等的地区作为实验

组,通过 1
 

000 次的重复随机抽样和回归分

析来进行验证,从而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

计系 数, α︿ = α + τcov( entrepolicyi,t, εi,t |
X) / var(entrepolicyi,t | X)。 其中, τ 代表随机

非观测因素的影响,若 α︿ 是无偏的,则 τ 应

为 0。 基于此,本文绘制了分布图以便观察

(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估计

系数都聚集在 0 附近,显著区别于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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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系数,且呈现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同时,估计系数的 P 值大多位于[0,
 

0. 1]区间内,这说明基准回

归的结果几乎未受其他非观测随机因素的干扰。 由此可见,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3)古德曼-培根检验

考虑到多时点双重差分(DID)估计可能会受到诸如“坏处理组”或“负权重”等偏误的干扰,本文采用了

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2021) [44] 提出的方法对 DID 估计量进行分解。 表 4 结果显示,不适当的处理

效应估计值为-0. 020,其权重仅占 5. 1%,而适当的处理效应权重高达 94. 9%。 由于不适当的处理效应权重

相对较小,可以确认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是稳健的。

表 4　 古德曼-培根检验结果

双重差分比较组 权重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

以尚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0. 051 -0. 020

以较早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0. 000 -0. 062

以从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0. 949 0. 007

2. 更换双重差分估计方法

(1)倾向得分匹配(PSM)
政府数据开放的过程并非完全随机的,因此可能会造成选择性和系统性偏差问题。 本文采用 PSM 方法

重新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本文采取以下匹配步骤:以前文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为特征匹配变量来计算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并进行 1 ∶ 1 和 1 ∶ 2 近邻匹配。 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核密度匹配法重新

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①,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该

结果说明了政府数据开放在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稳健的促进作用。
(2)异质性处理效应

在使用多期 DID 模型识别政策效果时,可能因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45] 。 为了

应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考虑多时点的 DID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更准确地估计真实参数 αreal ,如式(3)
所示。 该参数可理解为所有经过处理的个体处理效应的加权总和的期望值。

αreal = E ∑ ( i,t):Di,t = 1
Wi,tΔi,t( ) (3)

其中, Δi,t、Wi,t 分别为第 i 个区域的政府数据开放的第 t 年的处理效应以及处理效应的相应权重。 基于

这一方法,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再次验证。 结果显示,所有区域在政府数据开放后的各年处理效应

Δi,t 均为正值。 同时,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约为 1. 226
 

8,与 1 相近,这意味着异质性处理效应并未对本文

的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该基准回归结果展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

鉴于变量测量误差可能对估计系数的精确性和显著性产生潜在影响,本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

式,重新进行检验。 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体现,本文参考史丹和孙光林

(2024) [12]的做法,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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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 列(1)和列(2)所示。 结果显示,在替换了新质生产力的测量方式后,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依旧

在 1%的水平下保持显著为正,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剔除直辖市影响

地区发展水平不仅可能会影响政府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还可能会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因此,地区发展水平可能影响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关系。 鉴于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四个直辖市的独特发展背景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本文在模型估

计过程中,剔除了直辖市内的企业样本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列(3)所示。 结果表明,在剔除直辖

市内的企业样本后,基准研究结论仍成立。
(3)剔除特殊行业影响

通信、信息技术相关行业的企业数字技术基础和发展水平较高,相比于其他行业更具优势[41] ,使得这些

企业在利用政府数据开放提升盈利方面相较于其他行业更为有利,从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更具优势。 因

此,为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剔除行业分类为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企业样本,并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列(4)所示。 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的

回归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成立。

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剔除直辖市与特殊行业样本

变量 (1) (2) (3) (4)

open 0. 037
 

7∗∗∗ 0. 032
 

4∗∗∗ 0. 024
 

8∗∗ 0. 044
 

4∗∗∗

(0. 010
 

1) (0. 010
 

0) (0. 011
 

1) (0. 010
 

4)

常数项 -2. 262
 

5∗∗∗ -4. 035
 

8∗∗∗ -1. 797
 

5∗∗∗ -1. 611
 

3∗∗∗

(0. 230
 

9) (0. 227
 

8) (0. 196
 

8) (0. 189
 

2)

样本量 28
 

158 28
 

158 22
 

831 26
 

255

R2 0. 878
 

6　 　 0. 917
 

1　 　 0. 601
 

3　 　 0. 647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和列(2)分别采用 OP 法和 LP 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并替换被解释变量,列(3)和列(4)分别剔除直辖市样本和特殊行业样本。

　 　 六、拓展性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已验证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接着本文从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和提

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两个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 参考

江艇(2022) [46]提出的机制检验方法,设定模型(4)进行机制检验。 其中,mv 表示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定义

均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mvi,t = α + ρ ×openp,t +X′i,p,t

 β +γ i +μ j,t +φ c +ε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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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

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通过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文

参考于文超和王小丹(2020) [28] 、李剑培等(2024) [47]的研究做法,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历年中国

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指数来表征政府信息公开程度( infor),以揭示政企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 表 6 列(1)
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缓解政企

间信息不对称;而政企间信息不对称的缓解,能够使企业更便捷地获取与政府政策、市场动态以及行业趋势

密切相关的信息。 基于此,企业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新的市场机遇,发现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空白点[7] 。
这为企业在资源方面进行创新性配置提供了可能,进而促进了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政府数据

开放能够通过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即假设 H2 得以验证。
2. 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

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了从经验层面深入探究

这一影响机制,进行如下机制检验。 其中,企业资源获取能力由 SA 指数的绝对值(SA)和 KZ 指数(KZ)进行

量化评估,SA 指数的绝对值越大意味着企业资源获取越受限,KZ 越大意味着企业获取外部资源能力越弱。
表 6 列(2)和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对 SA 指数影响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对
KZ 指数(KZ)影响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政府数据开放提高了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而企

业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企业在进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资源约束,从
而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48] 。 以上分析结果,验证了政府数据开放通过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促进企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 至此,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6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政企间信息不对称、企业资源获取能力

变量 (1) (2) (3)

open 0. 016
 

7∗∗∗ -0. 003
 

5∗∗ -0. 010
 

9∗∗∗

(0. 004
 

4) (0. 001
 

7) (0. 003
 

1)

常数项 -1. 382
 

2∗∗∗ 2. 798
 

4∗∗∗ 4. 494
 

6∗∗∗

(0. 490
 

2) (0. 066
 

9) (0. 066
 

9)

样本量 28
 

158 28
 

158 28
 

158

R2 0. 508
 

8　 　 0. 947
 

6　 　 0. 871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3)的机制变量分别为政企间信息不对称( infor)、企业资源获取能力(SA、KZ)。

　 　 (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实现政府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作为重要载体,与政府间形成了相对稳

定的关系。 这使得国有企业在反馈自身诉求、获取政策支持和公共信息资源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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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非国有企业则缺乏畅通的政企沟通渠道,因此在获取政府所保有的公共数据方面面临更多挑战。 特别

是在政府数据开放之前,国有企业由于其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容易获取到政府所持有的公共数据。

然而,政府数据开放之后,国有企业在获取政府公共数据方面的优势被弱化,而非国有企业获取政府公共数

据的能力则相对增强。 因此,本文推测,相较于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政府数据开放对非国有企业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为此,本文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将研究样本进行分组,并进行了回

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7 列(1)和列(2)所示。 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组中,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发展影响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组别中,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不显

著。 这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更为明显。

2.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在资源需求、战略重心、创新能力和市场定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
会直接影响企业对政府数据开放的需求和响应,进而影响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 鉴于此,本文参考已

有文献,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9] ,旨在系统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 列(3)—列(5)所示。 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仅对尚未

步入衰退期阶段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积极的赋能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数据开放所提供的庞大

且多样化的数据资源,覆盖了社会经济、民生服务等核心领域,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基础。 同

时,政府开放的数据还降低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端数字技术应用的门槛,为这些技术提供丰富的实践场

景。 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由于已经具备一定的市场地位和技术积累,能够迅速捕捉并利用这些数

据资源,以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进而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显著提升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效果。 此外,

深入挖掘政府开放数据还有助于这些企业有效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提升运营效率,进一步推动其新质生产

力发展。 然而,对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而言,尽管政府数据开放同样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转型契机,但
它们往往受制于内部创新动力不足、组织结构僵化以及资源匮乏等多重困境,难以有效利用这些数据资源

来赋能自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

变量
企业产权性质 企业生命周期

(1) (2) (3) (4) (5)

open 0. 076
 

1∗∗∗ 0. 015
 

2 0. 043
 

8∗∗ 0. 042
 

4∗ 0. 026
 

7

(0. 018
 

6) (0. 013
 

3) (0. 020
 

5) (0. 022
 

8) (0. 037
 

0)

常数项 -1. 893
 

1∗∗∗ -1. 643
 

8∗∗∗ -1. 742
 

2∗∗∗ -1. 423
 

4∗∗∗ -0. 724
 

6

(0. 372
 

3) (0. 231
 

1) (0. 350
 

0) (0. 488
 

7) (0. 497
 

1)

样本量 18
 

299 9
 

859 13
 

153 9
 

635 5
 

128

R2 0. 692
 

2　 　 0. 600
 

4　 　 0. 614
 

1　 　 0. 665
 

9　 　 0. 656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5)的样本分别为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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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高管团队技术背景的异质性分析

具备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凭借其深厚的技术洞察力和前瞻性,能够更为精准地辨识出政府数据开

放所蕴含的潜在商业价值,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实际利益。 同时,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使企业在

策划基于数据的创新战略时占据有利地位,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动态并推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或服

务。 此外,技术型高管还展现出卓越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与其他技术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进而提

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拥有技术背景高管团队的企业在挖掘政府开放数据价值

方面更具优势,从而对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 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参考姚加

权等(2024) [40] 的研究,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业组和没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

业组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列(1)和列(2)所示。 结果显示,在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业组中,政
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没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业组中,该系数不具备

统计显著性。 这一发现意味着政府数据开放对于有技术背景高管团队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更明

显的正向赋能效应。 换言之,技术型高管团队能够更好地利用政府开放的数据资源,以促进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4. 基于高技术企业认定的异质性分析

高技术企业认定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源的优先配置,从而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而且

还映射出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上的实力,这将直接影响其对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效率。 同时,获得

高技术企业认定能提升企业的市场认可度和品牌形象,从而为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环

境。 因此,本文推测相比于非高技术企业,政府数据开放对高技术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

明显。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高技术企业组和非高技术企业组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列(3)和列

(4)所示。 结果显示,在高技术企业组别中,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非高技

术企业组别中,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高技术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开放数据以提升

其新质生产力。

表 8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高管团队技术背景和高技术企业认定

变量
高管团队技术背景 是否高技术企业

(1) (2) (3) (4)

open 0. 050
 

9∗∗∗ 0. 000
 

7 0. 070
 

5∗∗∗ 0. 022
 

9

(0. 019
 

1) (0. 012
 

3) (0. 013
 

8) (0. 015
 

0)

常数项 -2. 553
 

2∗∗∗ -0. 965
 

6∗∗∗ -0. 313
 

4 -2. 132
 

7∗∗∗

(0. 422
 

2) (0. 224
 

4) (0. 225
 

8) (0. 264
 

6)

样本量 14
 

080 14
 

078 17
 

165 10
 

993

R2 0. 700
 

5　 　 0. 478
 

6　 　 0. 644
 

2　 　 0. 649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列(4)的样本分别为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业、没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业、高技术企业、非高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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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区域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实际上映射了各地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配置、政策环境和市

场竞争状况。 这些因素均会深刻影响企业对政府开放数据的获取与应用效能,进而影响政府数据开放对企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效果。 鉴于此,本文参考韩文龙等(2024) [34] 的研究思路计算各省份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并以样本中位数划分为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两组,进
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9 列(1)和列(2)所示。 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仅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

平较低的组别中显著,表明在这些地区,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据资源相对匮乏,政府开放数据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

重要驱动力。 同时,这些地区往往对创新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政府数据开放恰好能够满足企业在探索新

技术应用和提升生产效率方面的需求。 此外,这些地区在数字技术运用上可能存在的差距,使得政府数据

开放有助于引导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进而推动产业升级,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数据开放在培育企业新

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 政府数据开放还为企业提供了差异化竞争的机会,激发了他们寻求市场创新和突破

的动力。 综上所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数据开放显示出了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更

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6. 基于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的即时性问题,当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具备即时性或是包含前瞻性的预测信

息时,企业更能基于这些数据作出有效的资源整合决策,从而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相反,如果政府开

放的公共数据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滞后性,那么企业也能利用这些数据对过往的决策进行修正,但对新质生

产力的促进作用则较小。 本质上,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信息是否兼具适时性和前瞻性的特征,决定了政府

开放公共数据的质量[23] 。 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政府数据开放的质量是否会影响该政策实践对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赋能作用。 具体地,本文选取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网(ifopendata. fudan. edu. cn)发布的各城市政府数据

开放综合指数,来衡量政府数据开放现状与开放质量(dig_level)。 该指数综合考虑了政府数据的准备度、平
台层、数据层和利用层 4 个维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各地级市的公共数据开放程度,如果该指数越高,政府公

共数据的及时性、可理解性和完备性也往往更好。 表 9 列(3)的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数据开放质

量交互项(open×dig_level)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随着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提高,政
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这一发现回答了上述问题,即随着政府数据开放公

共数据的即时性提高,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

表 9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数据开放质量

变量 (1) (2) (3)

open 0. 046
 

2∗∗ 0. 005
 

3 0. 024
 

4∗∗

(0. 022
 

6) (0. 014
 

4) (0. 010
 

8)

dig_level 0. 004
 

7

(0. 016
 

9)

open×dig_level 0. 069
 

3∗∗∗

(0. 022
 

3)

常数项 -1. 366
 

3∗∗∗ -1. 651
 

1∗∗∗ -4. 400
 

8∗∗∗

(0. 314
 

2) (0. 249
 

1) (0. 1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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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变量 (1) (2) (3)

样本量 14
 

456 13
 

702 13
 

184

R2 0. 663
 

3　 　 0. 621
 

6　 　 0. 644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列(1)和列(2)的样本分别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列(3)分析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异质性

影响。

　 　 七、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数据要素已被广泛认为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近年来,为有效释放政府数据所蕴含的

巨大经济社会价值,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实践政府数据开放。 然而,政府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以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为特征的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尚缺乏明确的研究结论。 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0—2021 年

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以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地考察

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以揭示政府数据开放在微观企业层面的

价值创造作用。 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主要通过缓解政企间信息不对

称和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来实现。 但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民营

企业、非衰退期企业、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企业中。 随

着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展现出更强的效果。 上述结

果充分说明政府数据开放在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积极贡献和价值创造作用,但不同情景下存在些许

差异。
基于上述结论,总结本文的理论与实证贡献。 首先,传统的数据赋能理论主要集中于探讨企业内部数

据及商业数据的有效开发与利用,本文则通过深入剖析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为数

据赋能理论引入了公共属性的新维度,从而突出了政府公共数据作为关键数据源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重要

性。 其次,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共属性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数据赋能路径,即企业可以通过

获取和利用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来增强自身的数据能力,从而提升自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为数据赋能

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实践场景和验证依据。 进一步,本文还探讨了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在差异化企业特

质背景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效应。 这不仅丰富了数据赋能理论的应用范围,而且为具有不同

特质的企业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 最后,鉴于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促进作用,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创新性的理论框架,旨在系统地整合数据赋能、政府角色以及企业发展三

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全面且新颖的分析视角。

　 　 (二)管理启示

对于企业而言:其一,积极利用政府开放的数据。 企业应敏锐捕捉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机遇,将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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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效融入自身的研发、生产、市场分析等环节,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市场的敏锐度。 其二,加强数据驱

动能力建设。 企业应构建和完善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利用政府开放的数据,优化生产

流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其三,降低经营风险。 企业应利用政府开放的数据,准确地判断市场趋势,及
时调整经营战略,从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其四,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 企业应主动与政府

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反馈在利用政府开放的数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以便政府能够持续优化

数据开放服务,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合作机制。
对于政府而言:其一,持续推进公共数据开放。 政府应继续加大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数据的可

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以满足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建立数据质量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

所开放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其二,优化数据开放环境。 政府应构建一个公平、透明、高效的公共数据开

放环境,确保所有企业能够平等地获取和利用这些数据。 其三,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数据应用指导机构或提

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开放数据,推动数据的广泛应用和价值挖掘。 其四,加强政策引导

和支持。 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利用开放数据进行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能

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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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elements
 

have
 

emerged
 

as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that
 

enables
 

enterprises
 

to
 

transit
 

from
 

old
 

to
 

new
 

drivers
 

of
 

growth
 

and
 

fost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The
 

government’ s
 

policy
 

practice
 

of
 

opening
 

public
 

data
 

may
 

provide
 

a
 

data-driven
 

impetu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NQPF.
 

Based
 

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treats
 

local
 

governments’
 

opening
 

of
 

public
 

data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on
 

enterprise
 

NQPF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NQPF,
 

and
 

this
 

effect
 

is
 

amplified
 

as
 

the
 

quality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mproves.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NQPF
 

by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enhancing
 

enterprises’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facilitat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private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at
 

non-decline
 

stages,
 

enterprises
 

with
 

technically
 

proficient
 

executive
 

teams,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low
 

levels
 

of
 

NQPF.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heory
 

of
 

data
 

empowermen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on
 

enterprise
 

NQPF,
 

thereby
 

extending
 

this
 

theory
 

to
 

the
 

dimension
 

of
 

public
 

attributes.
 

Second,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NQPF,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factor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NQPF.
 

Third,
 

this
 

paper
 

reveals
 

the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NQPF
 

across
 

varying
 

levels
 

of
 

data
 

quality,
 

different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e
 

regional
 

context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Enterprises
 

should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public
 

data
 

opened
 

by
 

the
 

government
 

into
 

their
 

R&D,
 

production,
 

market
 

analysis,
 

and
 

other
 

processes;
 

build
 

and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in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and
 

proactively
 

establish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omptly
 

provide
 

feedback
 

on
 

issues
 

and
 

needs
 

encountered
 

when
 

utilizing
 

open
 

government
 

data.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data
 

ope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pen
 

data;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ublic
 

data
 

opening
 

to
 

ensure
 

that
 

all
 

enterprises
 

can
 

equally
 

access
 

and
 

utilize
 

these
 

data;
 

establish
 

specialized
 

data
 

application
 

guidance
 

agencies
 

or
 

provide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help
 

enterprises
 

better
 

understand
 

and
 

utilize
 

open
 

data;
 

and
 

encourage
 

and
 

support
 

enterprise
 

innovation
 

using
 

public
 

data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y;
 

data
 

element;
 

empower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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